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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主要是指选择合适的方案、政策手段等来实现特定的管理目标。 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是开展城市

生活垃圾管理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综述了近年来该领域常用的相关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展，总结分析了以统计分析、多

准则决策分析、全生命周期分析、费用效益分析等为代表的传统数学模型方法和以系统动力学、基于 Ａｇｅｎｔ 的建模等为代表的

复杂系统模拟方法两大类方法的适用场景、优缺点和研究进展，分析了未来该领域研究的趋势和需重点关注的方向。 研究发

现：传统的数学模型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垃圾管理决策领域，成为支撑决策的重要研究工具，但这类方法通常大多以单一主

体为研究对象，难以解释各种因素对其它主体及整个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作用，且大多为静态的或对某个或某几个时间点进行

分析，容易忽略系统性和系统中各主体间的非线性关系、行为的交互作用及随时空的动态变化等。 未来研究需充分关注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不同主体间的行为交互作用，加强系统模拟模型开发，开展系统性政策评估分析等，为城市生

活垃圾精细化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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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是城市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管理模式及成效对城市代谢过程的优化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生活垃圾管理贯穿生活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循环利用处理和最终处置的各个环节，涉及

生产者、运输者、处置者等多个主体，与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人体健康、资源代谢等霜密切相关，具有

很强的系统复杂性，管理难度较大［１］。 在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建设［２］、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新形势下，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面临更科学、更精细的管理需求。 因此，合理选择研究方法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科学决策

具有重要意义。 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决策是指“选择、应用合适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程序达到特定的管理目

标”，实现环境有益、经济成本可承受和社会可接受［３］。
为支撑该领域科学合理决策，各国学者运用多种模型方法开展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 总

结而言，常用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模拟垃圾产生量［４］、垃圾丢弃行

为［５］、垃圾收运情况或整体评估生活垃圾管理措施效果；第二类是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系统仿真建模方法，
将生活垃圾管理视作复杂系统，以系统动力学［６］、基于主体建模［７］等为代表模拟各主体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关

系。 模型选择及运用与系统认知直接相关：在单独关注产生、丢弃、收运、处理处置等环节时，基于统计数据演

变规律、变量影响机制探讨等构建数学模型方法；在认识到生活垃圾复杂系统特征后，引入系统动力学、基于

主体建模等复杂系统模拟方法仿真主体行为与环境交互。 总结各类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决策方法概况，如图 １
所示。

基于以上分类标准，本研究分别梳理两类方法的发展历程、适用场景、优缺点等，分析模型发展前景，在全

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产业链协同共治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决策研究提出

建议。

１　 数学模型方法

数学模型方法可用于模拟评估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收运、分类、回收处理处置全流程各环节，常见方法包

括统计分析方法、生命周期评价［８］、费用⁃效益分析［９］、多准则决策分析法［１０］、绩效评价体系［１１］等。 数学模型

方法的基本机理是抽象化评价问题，利用符号、函数关系等描述关注对象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变化关系，实现评

估、预测等目的。
１．１　 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通常用于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现状分析与预测。 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及成分是综合管理

的基础信息，可用于支撑城市收集、运输、存储、处理处置相关基础设施布局与规划设计。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

量研究可分为两类：（１）依据过往产生量数据进行分析与趋势外推，如灰色模型、时间序列分析等。 朱家明等

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安徽省垃圾产量数据建立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垃圾产生总量［１２］；仝延增等基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天津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及无害化处理量数据构建灰色分数阶 ＦＧＭ（１，１）模型预测未来 ３ 年生活垃圾

清运量及无害化处理量［１３］；熊华平等基于湖北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建立新陈代谢 ＧＭ（１，１）

４０３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决策方法概览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模型预测未来七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１４］。 该类方法历史已久，但近年来仍被采用。 其优势为适用于数据

离散有限、序列变化趋势明显情景，符合生活垃圾产生量数据特征，高效易操作；但该方法对过往数据质量及

平滑度依赖大，准确性难以保证，多用于短期预测，无法探究众多因素影响机制。 （２）识别产生量的影响因

素，分析其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联，根据各因素变动情况预测产生量，最常见的方法为回归分析。 生活垃圾产

生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关联，杜淼等基于北京市 １６ 个区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６ 年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城市

生活垃圾产生量与人均 ＧＤＰ 呈现“倒 Ｎ 型”ＥＫＣ 曲线［１５］。 汪坪垚等进一步将影响因素扩展为 ＧＤ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预测大连市生活垃圾人均日产生量［１６］。 除经济发展外，
其他社会生活因素陆续纳入考量。 杨小妮等按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水平 ４ 个层面

分别选取指标，建立多元回归和 ＡＲＩＭＡ 模型预测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１７］。 此类国际研究中，区域差

别导致影响因素各异。 Ａｔｕｌ Ｋｕｍａｒ 基于家庭规模、总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和厨房煤炭用量预测印度生活垃圾

产生量［１８］。 总体而言，常见影响因素为 ＧＤＰ ［１９⁃２０］、家庭收入［２１］等，另有研究关注气温［２２］、失业率［２３］、人口年

龄组成［２４］、市容环境卫生费用［２５］ 等变量。 除分析与预测总体产生量外，分析生活垃圾组分也具有研究意

义［２６］。 杜吴鹏等作为早期研究代表，关注南北方、大中小城市等大范围地理区域的生活垃圾组分区别［２７］；后
续研究不断精细化，李昂分析小区定位与生活垃圾物理成分规律发现小区物业费与厨余垃圾占比成反比［２８］。
相比总量研究，组分研究较为零散，组分占比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探索尚不深入。

统计分析方法还可用于分析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机制。 居民是产生生活垃圾和参与垃圾分类回

收的关键主体，其行为选择直接关系城市垃圾管理工作的成效。 目前，国内外关于居民环境行为与选择的研

究［２９⁃３０］可以分为三类：（１）基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微观个体与社会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
认为个体的观念、行为选择由社会和技术系统发展历程及状况决定，多用于个体行为定性分析。 （２）基于环

境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非理性因素对个体行为的作用。 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为规范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

论、计划行为理论和 Ａ⁃Ｂ⁃Ｃ 理论［３１⁃３２］。 其中最常见的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由
Ａｊｚｅｎ 于 １９８５ 年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拓展提出［３３］，强调个体行为受主观态度、社会规划和感知行为控制的

影响。 已有很多学者运用 ＴＰＢ 理论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进行研究［３３⁃３４］，Ｎｇｕｙｅｎ 等发现个人道德规范是促进

居民参与分类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Ｐａｒｋ 等表明居民在看到邻居或同伴进行垃圾分类回收时，自己的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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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带动影响［３５］。 但 ＴＰＢ 理论模型框架仅考虑个体主观因素，对将行为意愿转变为真正行动产生干扰的

外部条件（情境）因素考量不足。 为此 Ｓｔｅｒｎ 和 Ｏｓｋａｍｐ 在 １９８７ 年构建了一个复杂环境行为模型［３６］，提出环

境行为是由外部情境因素（包含社会制度、具体结构及经济激励等）和主观因素（如环境态度、信仰、相关知识

信息和行为意向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Ｇｕａｎｇｎａｎｏ 等在 １９９５ 年提出 Ａ⁃Ｂ⁃Ｃ 理论［３７］，指出居民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同时受居民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和外部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影响［３８］，并将外部

条件作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Ａ⁃Ｂ⁃Ｃ 理论成为首个面向生活垃圾回收行为建立的理论，对以往以心理学为主的

生活垃圾回收行为研究进行了扩展补充。 （３）基于微观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理论。 以离散选择模型为典型

代表［３９］，其基本假设为微观个体在做出行为选择决策时，会对各备选项的“效用”进行理性比较并选择“效
用”最高选项［４０］，“效用”可理解为微观个体总体“满意度”或者“好”的程度。 但社会规范、心理状态等众多非

理性因素的干扰，使得该理论不一定总是成立，为突破局限后续研究者不断完善模型，如兼顾个体理性与非理

性因素影响构建居民垃圾处理行为决策效用函数模型［４１］。
１．２　 多准则决策分析法

多准则决策分析法（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ＣＤＭ）通过评估比较各备选方案的多个属性，比选得

到最佳方案。 多目标优化、层次分析法、功效系数法等是 ＭＣＤＭ 法的常用求解方法。
ＭＣＤＭ 可用于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环节优化。 城市生活垃圾种类繁多、分布分散，垃圾产生后的收集、运

输、转运等收运环节优化需要关注。 早期研究多关注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选址优化，Ｙｕｒｔｅｒｉ 等最早提出用线性

规划确定中转站位置［４２］，随后模糊综合评价［４３］、层次分析［４４］、集合覆盖模型与整数规划相结合［４５］ 等方法相

继运用，以垃圾收运系统费用最小为目标选定中转站位置。 除将设施作为单独节点进行布局优化，垃圾运输

车辆调度及路径优化也会影响生活垃圾收运效率。 陈彦等依据垃圾收集点位置绘制网络拓扑图，以车辆行走

距离最小为目标抽象为 ＶＲＰ 问题，构建混合整数规划模型探索收运路线优化［４６］。 不论是选址优化或路径优

化，优化目标及约束条件在不断更新。 Ｏｍｂｕｋｉ⁃Ｂｅｒｍａｎ 基于车辆工作负荷和环境效益进行优化，减小车辆使

用数量和行驶时间［４７］；Ｌｉ 等将车辆总费用最小化作为目标函数构建调度 ＮＰ 模型［４８］；随着对垃圾收运系统多

目标优化的认知提高，李海君进一步考虑了同时优化回收路径及选址的经济、社会、环境负效应，将其作为综

合目标设计调度模型［４９］。 随着科技发展与运用，收运环节拥有了海量数据和智能技术支撑，如利用 ＧＩＳ［５０］、
ＲＦＩＤ、ＧＰＳ［５１］实时追踪定位、物联网精准监管等为多目标优化获取基础数据。

关注收运环节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作为连接前端产生与终端处理的中间环节，中转站及车辆容量、布局

等都依赖于垃圾产生量与处置手段的选择，单独研究该环节无法得出系统最优方案。 为此，ＭＣＤＭ 也用于评

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的系统方法。 陈三清运用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法（ＡＨＰ⁃ＦＣＥ）对深圳市宝

安区 ５ 种垃圾分类方案进行比选，得到适于宝安区现阶段发展水平的居民区垃圾分类方案［５２］。 Ｙａｐ 和 Ｎｉｘｏｎ
对印度和英国市政垃圾能源化利用的几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气化和厌氧消化分别是英国和印度市

政垃圾能源化处理最佳方案［５３］。 但评价指标权重确定难以形成客观统一标准，ＭＣＤＭ 存在主观性与局限性。
１．３　 费用⁃效益分析法

费用⁃效益分析法（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ＢＡ）将各种政策或备选方案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成本及效益定量

货币化，用于评价其可行性或确定优先次序，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５４］。 其中成本包括政策或备选方案实施

的经济成本、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带来的环境成本，效益包括经济收益及环境质量改善带来的不直接

用货币价值表示的收益等。 ＣＢＡ 广泛运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管理方案或政策评价［５５］，如 Ｙａｎｇ 等使用

ＣＢＡ 评估优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系统［５６］，程云飞等对孝感市居民区不同垃圾分类回收管理方法开展比

较［５７］；刘学之等利用 ＣＢＡ 分析得出深圳市“源头分类＋全量焚烧”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最具经济效益［５８］。 ＣＢＡ
优势在于可体现行为选择的理性，以衡量个人为获取一定收益的支付意愿或弥补一定损失的赔偿预期。 但城

市生活垃圾管理决策涉及众多利益相关主体，ＣＢＡ 模型难以简单表征；有研究者构建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

评估方法，用以计算全部社会成本［５９］，但在将环境资源等问题货币化过程中，存在模型参数不准确、追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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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环境问题的风险。
１．４　 生命周期评价法

生命周期评价法（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ＣＡ）被作为评价环境影响及效应的重要工具广泛应用于生活垃

圾管理决策领域［６０］。 常用于分析某类废物处理与回收利用的环境效应，如废玻璃回收利用［６１］、废纸回收利

用［６２］、ＰＥＴ 瓶回收利用［６３］和废物能源化途径［６４］。 除针对具体废物品类外，也有研究采用 ＬＣＡ 评估生活垃圾

管理系统成效，曹艳乐等分析了不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模式的效益［６５］，赵岩等利用 ＥＡＳＴＷＡＳＴＥ 模型对

北京某城区当前生活垃圾系统与规划系统下垃圾处理过程进行了生命周期评价［６６］。 传统 ＬＣＡ 在生活垃圾

管理决策研究领域使用较为成熟，但 ＬＣＡ 重点评估环境影响指标，忽略了经济效益等分析；原始数据需求量

较大；系统边界不一致可能导致结果不可比且存在“截断误差” ［６７］；属于静态分析方法，缺乏灵活性、时效性

等。 针对以上不足，ＬＣＡ 拓展出其他模型，如生命周期成本分析（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ｃｏｓｔｉｎｇ， ＬＣＣ） ［６８⁃６９］、混合生命周期

评价（Ｈｙｂｒｉｄ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ＨＬＣＡ） ［７０］用于评估含经济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率；环境投入产出—生命周期

评价（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ＩＯ⁃ＬＣＡ） 模型将 ＥＩＯ 追溯上游获知环境影响隐含流

动的优势与 ＬＣＡ 联合，突破边界划定带来的不准确性等。
１．５　 其他数学模型方法

除以上常见数学模型外，物质流分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ＦＡ）通过模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间物质

流动规律，来核算输入、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量和存量［７１］。 该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模拟生活垃圾代谢情

况［７２］、核算生活垃圾回收流向［７３］、支持生活垃圾管理多目标分析决策［７４］等研究中。
近年来，随着智能计算技术的发展，在传统数学模型基础上出现了新算法、新技术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决

策中的最新尝试。 如运用模糊数学理论构建全新的生活垃圾防治指标［７５］，运用遗传算法迭代优化生活垃圾

设施选址［７６］，运用物体识别、文字识别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支持垃圾智能处理系统［７７］，开发基于卷积神经网络

算法的智能垃圾分类系统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及效率［７８］ 等，这些研究体现了在生活垃圾高效精细管理

需求下数学模型方法的发展趋势。

２　 复杂系统模拟方法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体系涵盖众多主体和环节，互相关联；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政策干扰等外界因素影

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生活垃圾管理效果。 随着对综合管理决策的认知不断提高，数学模型难以完全满足需

求，研究者开始探索复杂系统模拟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复杂系统是一个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其成员称为主体（Ａｇｅｎｔ），主体具有自治性、适应性、主动性、可通信性和

反应能力；主体间存在交互作用及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７９］。 复杂适应系统（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Ｓ）是复杂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８０］，最早在 １９９５ 年由 Ｈｏｌｌａｎｄ 提出，认为系统中各主体的主动性及主

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促使系统演化的根本原因。 涌现（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是复杂系统理论的中心概念［８１］，指多

个要素构成一个新系统后可得到以前没有的性质，使得系统整体功能表现大于各主体表现之和，涌现性是系

统中各主体之间非线性交互作用的结果。
复杂适应系统由若干元素组成，元素间存在交互作用，包含大量非线性关系，整体系统行为特征不是由单

个元素特征简单线性加和，因此很难使用以往数学模型方法进行定量表征和分析。 复杂系统模拟方法的基本

机理是，借助计算机建模技术，把复杂系统中各个主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可执行的程序，以模型程序自

动运行的方式推演模拟系统，从而能以简化的方式对那些实际中的需要长时间演化的系统进行动态仿真，实
现对复杂系统中主体间交互作用及其带来的系统涌现进行模拟分析。 目前，针对复杂系统的建模方法主要有

系统动力学建模（ＳＤ）、基于智能体 ／主体建模（ＡＢ）、基于过程建模的离散事件仿真（ＤＥ）等经典方法。 每种

建模方法都有其适用的抽象层级范围，如图 ２ 所示。
系统动力学模型适用于较高的抽象层次，例如经济、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已在这些领域的决策建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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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复杂系统仿真建模的主要方法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主体的建模适用于中高抽象层级，如项目管理、交通、供应链、经济社会系统等领域；离
散事件仿真方法主要适用于中低层级的建模，如行人活动、微观交通系统、机场车站、控制系统等领域。 城市

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符合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包括元主体序贯决策［８２］、系统动力学、基于主体建模等方法常用

于模拟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
２．１　 系统动力学模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教授为首的研究组创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Ｄ） ［８３］，该方法是一种基于反馈机制的系统分析方法，将复杂系统中存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子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用函数或微分方程表达，主要应用在复杂系统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行为模式的研

究中，该方法认为行为的动态变化是系统中反馈结构随时间变化的结果。 在环境领域，ＳＤ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

资源管理［８４］、可持续发展评估［８５］等。 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研究中，ＳＤ 分析可用于分析垃圾产生量［８６⁃８７］，如
张蕾等运用 ＳＤ 分析影响垃圾产生量的各因素关系并预测深圳市生活垃圾产生量［８８］；ＳＤ 更多运用于模拟评

估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效果，代峰等关注垃圾焚烧发电，运用 ＳＤ 对三方进化博弈过程进行动态模拟仿真［８９］；
Ｃｅｓａｒ， Ａｕｇｕｓｔｏ 等为巴西 ２３ 万名居民构建 ＳＤ 模型并为 １０ 年后生活垃圾管理进行情景设置与评估［９０］。 其典

型优势在于可以模拟复杂系统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及非线性关系，但也存在一定局限。 如只能模拟可以用函数

或微分方程进行表达的系统中各主体的反馈机制，无法表达不能用函数方程表达的交互作用机制等。
２．２　 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

主体（Ａｇｅｎｔ）的概念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学家及人工智能学科创始人之一 Ｍｉｎｓｋｙ 在其 １９８６ 年出

版的《思维的社会》（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ｄ）中提出。 他认为社会中的各 Ａｇｅｎｔ 之间通过协议能够得到某问题的

解，同时认为 Ａｇｅｎｔ 具有智能性和交互功能［９１］。 目前 Ａｇｅｎｔ 的准确定义尚未达成统一，但大多研究者认为

Ａｇｅｎｔ 具有自治性、主动性、交互性和社会性等属性。 由于复杂系统结构复杂，内部包含大量交互成分，且交

互频繁，传统的建模方法（如解析法、数值分析法、归纳推理法等）已不能解决复杂系统的研究问题，基于

Ａｇｅｎｔ 与多 Ａｇｅｎｔ 的建模和仿真方法（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ＢＭＳ）被认为是最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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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将 ＣＡＳ 系统中的各主体抽象为各 Ａｇｅｎｔ，通过刻画主体的行为响应和主体间的

交互作用机制，对系统的整体行为进行模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模方法。
基于主体的模型（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ＡＢＭ）包含三个元素：Ａｇｅｎｔ、环境及交互作用。 每个 Ａｇｅｎｔ 都有信息

接收、信息输出（数值或函数）的功能，通常用多个控制变量、决策目标、决策函数、行为规则来刻画；环境定义

Ａｇｅｎｔ 的感知条件和行动对象，无自主行动但是 ＡＢＭ 仿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交互作用是 Ａｇｅｎｔ 协调协作的

基础，其核心是消息传递，常见形式如 Ａｇｅｎｔ 之间收发消息直接交流或模仿蚁群利用信息素传递信息调节群

体行为等。 基于主体的模型对应三类建模活动：行为模型、环境模型及调度模型，分别描述 Ａｇｅｎｔ 感知行动、
环境互动演化及二者耦合。

目前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在社会系统［９２］、电力市场、供应链研究［９３］、碳排放交易［９４］ 等，在
环境领域也逐渐运用于水资源管理、能源政策分析［９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采用主体建模方法应对城市

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系统中的复杂性问题，但相关研究仍很匮乏。 美国迈阿密大学 Ｓｈｉ 等开发基于 Ａｇｅｎｔ 的
ＳＳＲ（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系统仿真决策模型框架［９６］（图 ３），利用基础数据库支撑仿真模块识别系统仿真

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比较和评价 ＳＳＲ 系统的各种替代路径。 该模型被实际运用于佛罗里达州，为实现 ２０２０ 年

废物资源化率达 ７５％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李清慧等运用 ＡＢＭ 构建了工业废物交换复杂系统的仿真模拟模

型，探讨了宜兴开发区产业系统中的废物交换机制和宏观系统的演化过程［９７］；Ｍｅｎｇ 等构建基于 ＡＢＭ 的生活

垃圾分类回收仿真模型，并以苏州为案例开展政策模拟分析［７］。

图 ３　 基于 Ａｇｅｎｔ 的 ＳＳＲ（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系统仿真决策模型框架

Ｆｉｇ．３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ＳＲ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基于主体的建模分析方法可充分考虑系统的复杂性，如系统中不同主体的目标、属性、行为、信息等；可制

定环境、经济、社会的不同规则和决策目标，对系统进行整体调控模拟；可跨越长时间尺度，综合空间地理信

息，对系统进行预测、优化等动态分析。 可见其具有传统数学模型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 但由于基于多主体

的仿真建模尚属于新兴研究领域，建模理论和方法仍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模型不确定性分析与可靠性检

验等方面还较为薄弱［９８］，加上模型中各主体的行为规则和决策机制的准确刻画比较复杂，目前该方法在城市

生活垃圾管理决策中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

３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决策研究评述与展望

对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决策方法进行综述，主要发现如下：
（１）总体而言，常见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决策方法包括传统数学模型方法和复杂系统模拟方法两大类，

可基本涵盖城市生活垃圾产生、丢弃、收运、回收处理处置等所有环节，关注生活垃圾产生者、收运方、终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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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者等不同主体角色。
（２）总结以往关注单独环节的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现状和预测的研究从数据规律外推转变为影响因

素探讨，有利于探索生活垃圾产生机制的重要转变，但数学模型方法仍无法体现主体间非线性关系对产生量

的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机制的研究多为基于社会调查的统计分析，分析因素逐渐发展为同时包含理

性与非理性因素，但多以单个主体为对象，无法解释各因素交互作用对系统的影响；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的研究

从运筹领域布局、路径优化建模开始发展，逐步借助新技术与数据，试图将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纳入全面考

量，但仍无法全面衡量不同产生量、不同居民行为以及不同终端处理手段下的收运系统响应情况。
（３）总结以往生活垃圾管理方案总体评估的研究，ＬＣＡ、ＣＢＡ、ＭＣＤＭ 等数学模型研究方法大多为静态的

或对某几个时间点进行分析，忽略了系统性和系统中各主体间的非线性关系、行为的交互作用及随时空的动

态变化等。 虽然也有少量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等系统建模方法，但大多集中在环境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或对垃

圾产生量的预测等方面，对系统中各主体间行为交互作用及其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的研究仍很匮乏。
（４）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具有复杂适应特征，这是目前管理决策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问题。 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包含多个主体且主体间交互作用，对该系统的优化和政策调控需要新的决策模

型工具来支撑。 在城市废物管理政策评估中，大多单独评估减量化效益、资源节约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等，其中很多研究只是基于社会调查、专家评估、案例比较等进行定性分析；定量研究也多采用传统线性数学

函数模型，无法体现系统中存在的大量非线性关系、主体间信息传递和交互作用，没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系统的复杂性。 针对已有研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各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响应机制、政
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化评价与预测均较为缺乏的现状，认为有必要充分考虑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复杂性和系统

模拟方法的适用性，加强系统仿真和预测模拟模型开发，定量预判政策实施效果，为决策提供依据。
（５）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以往的简单模拟方法将越来

越受到模型合理性与数据准确性的局限。 不同的管理需求为生活垃圾管理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如以电商、
快递、外卖等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使得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更为量大分散，产生情况受消费者习惯影响明显，需
通过运用大数据平台与数据挖掘获知数量与时空分布；如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管理涉及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
如何完成废物收集、处理和处置，需通过多主体行为建模进一步明确环境责任等。 以基于主体建模、物联网与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方法，将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共同为实现最佳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固体废物综合管

理决策提供工具支撑。 与此同时，鉴于基于主体的建模、计算机模拟仿真等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未来也应

进一步加强在建模方法、模型不确定性分析与可靠性检验等方面的改进研究，以提升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４　 结语

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构建前后端匹配的生活垃圾基础设施体系、管理运营财政支出低成

本化等是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直接目标，据此达成环境、社会、经济效益最优的最终目标。 如今我国已逐

渐迈入生活垃圾精细化管理时代，系统中不同主体需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新形势要求下，管理决策研

究需与时俱进，摆脱单一主体、有限目标、部分环节、线性关系等局限，充分探索复杂系统模拟方法，注重社会

学、数学建模、计算机技术与环境管理等学科方法的交叉融合，加强系统性分析，关注系统中各利益相关主体

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及其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等，以助力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精准化管理和系统、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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